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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教育背景下，学前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的根基，正迎来技术赋能与

法治治理的双重重塑。《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的实施，确立了学前教育公益普惠与儿童利益最

大的法律原则。然而，智慧校园建设、教育大数据应用及算法推荐在学前场景的应用，也衍生出学前儿

童数字发展权受阻、敏感个人信息过度采集、隐私侵权及教师数字化履职边界不清等法治困境。本文基

于法律规范体系，剖析了学前儿童数字发展权与信息隐私权保障的法理逻辑，揭示了学前数字化场景中

知情同意规则失灵、最小必要原则界定模糊及教师数字履职法律责任缺位的现实问题。研究提出，应以

《学前教育法》为核心，构建学前儿童数字权益的法治保障体系，细化“教育 + 数字化”场景下教师履

职的规范，强化平台与学前教育机构的合规监管，实现技术赋能与儿童权益保护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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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educat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AI integration, preschool education 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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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l reshaping of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rule-of-law govern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Law establishes legal principles of public welfare, inclusiveness, and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However, smart campus construction, educational big data, and algorith-
mic recommendation in preschool settings bring legal dilemmas such as hindered digital develop-
ment rights, over-collection of sensitiv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ivacy infringement, and vague 
boundaries of teachers’ digital conduct.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legal norm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egal logic of protecting young children’s digital development and privacy rights, exposing prob-
lems such as failure of informed consent, ambiguity in minimum necessity criteria, and lack of ac-
countability in teachers’ digital duties.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Law should 
serve as the core for establishing a legal protection system for young children’s digital rights, refine 
the norms for teachers’ performance of duties in the context of “education + digitalization”, 
strengthen compliance supervision over platforms and preschoo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achieve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technology-enabled empowerment and the protection of chil-
dr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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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球教育正处于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纵深融入的大变革时代。学前教育阶段作为学校教育和终身教

育的根基[1]，此时的 3~6 岁幼儿处于身心发展的初始阶段，认知依赖直观体验与实际操作，已具备接受

人工智能素养培育的认知基础[2]。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普及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幼儿在智能机器与数字

化环境中成长，数字素养已成为个体融入现代社会的核心发展要素。 
2024 年 11 月通过、并于 2025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1(后文简称《学

前教育法》)，填补了我国学前教育专门立法的空白，确立了公益普惠、儿童优先以及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

基本价值导向。该法明确要求学前教育应当尊重儿童人格尊严，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为学前儿童权益

保护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但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应用也带来了新的法律挑战。一方面，部分实践中过度

强调儿童数字风险防范，以完全限制儿童接触数字技术作为保护方式，实际上可能影响儿童数字发展权的

实现；另一方面，智慧校园建设、人工智能辅助评价、幼教应用程序等技术应用，也可能造成儿童个人信

息泄露、数据过度采集以及人格权益受损等问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数字化教育实践中，教师、幼儿

园以及技术平台之间形成了新的法律关系。教师通过数字平台开展考勤管理、成长记录、家园互动和儿童

行为分析，其行为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保教活动，而涉及数据处理、信息管理以及技术治理。然而，现有

规范对于教师在数字环境中的权利范围、注意义务以及责任承担尚未形成明确规则，导致教师既可能因技

术使用不规范承担侵权风险，也可能因法律边界模糊而不敢合理使用数字工具开展教育活动。因此，《学

前教育法》背景下，如何重新理解学前儿童数字权益的法律属性，如何协调儿童数字保护与数字发展的关

系，以及如何明确教育主体数字化履职边界，成为当前教育法治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1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_jyfl/202411/t20241108_11613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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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前教育法》视域下学前儿童数字权益保障的法理基础与规范体系 

2.1. “儿童利益最大”原则在数字权益保障中的法理延展 

儿童利益最大原则是现代儿童权利保护制度的核心原则。《儿童权利公约》2确立了儿童最大利益原

则，要求涉及儿童的一切行动均应以儿童利益作为首要考虑。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3(后文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学前教育法》均体现了该原则的制度要求。在数字时代，儿童利

益最大原则不应仅理解为对儿童身体健康和现实安全的保护，而应进一步延伸至数字空间。数字环境已

经成为儿童成长的重要场域，儿童在其中不仅面临信息安全风险，也拥有获得发展机会、表达意见以及

参与数字社会的权利。因此，儿童利益最大原则应成为判断数字技术是否适用于学前教育场景的重要法

律标准。具体而言，该原则包含两个层面的规范要求。 
第一，应保障儿童数字发展权。数字技术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设施，儿童获得适当数字教

育资源、培养基础数字素养，是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符合儿童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的基础

上，通过适龄数字游戏、不插电编程、智能教具等方式开展数字启蒙，并非技术工具的简单引入，而是

儿童发展权在数字时代的具体体现。 
第二，应强化儿童权益保护倾斜。由于学前儿童尚不具备充分的信息判断能力和自主决定能力，其

个人信息、隐私空间以及人格权益更容易受到侵害。因此，法律应当给予学前儿童高于一般主体的特殊

保护，通过严格的数据处理规则和责任机制降低数字风险。 

2.2. 学前儿童数字权益的法律结构与规范体系 

数字环境下的儿童权益并非传统权利类型的简单延伸，而是在技术发展背景下形成的新型权利形态。

从权利内容来看，学前儿童数字权益并非仅指个人信息保护意义上的消极防御权，而是包含发展、参与、

安全和保护等多维度内容。基于《学前教育法》的儿童中心理念，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4(后文

简称《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5(后文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等相关规范，可以将学前儿童数字权益划分为数字发展权、数字安全权、数字隐私权以及数字参与权四

个层面。 
首先，数字发展权是学前儿童数字权益体系的基础性权利。教育数字化背景下，数字技术已经成为

儿童获取知识、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媒介。传统教育法理论主要关注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但随着数字

技术进入教育场域，儿童是否能够公平获得数字教育资源、形成基本数字能力，逐渐成为衡量教育公平

的重要因素。因此，数字发展权应当被理解为儿童在数字社会中获得适切教育资源、培养数字素养以及

实现全面发展的权利。然而，数字发展权并不意味着数字技术应用越多越好。由于学前儿童处于认知发

展的特殊阶段，数字教育必须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如果技术应用超越儿童接受能力，可能导致儿童

沉迷、过度依赖以及身心健康损害[3]。因此，数字发展权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条件性的积极权利，即国家、

教育机构和社会应提供适宜的数字发展机会，同时承担防范技术风险的义务。 
其次，数字安全权是学前儿童数字权益的重要保障。数字环境中的儿童安全已经突破传统身体安全范

畴，扩展至信息安全、心理安全和人格安全领域。例如，智能设备持续采集儿童行为数据，人工智能系统

分析儿童学习表现，幼儿园平台储存儿童成长记录，这些行为均可能产生新的安全风险。因此，数字安全

 
2https://www.unicef.org/zh/%E5%84%BF%E7%AB%A5%E6%9D%83%E5%88%A9%E5%85%AC%E7%BA%A6/%E5%84%BF%E7%
AB%A5%E6%9D%83%E5%88%A9%E5%85%AC%E7%BA%A6%E6%96%87%E6%9C%AC  
3https://www.spp.gov.cn/spp/fl/202010/t20201018_482257.shtml  
4https://www.moj.gov.cn/pub/sfbgw/zwgkztzl/2025nianzhuanti/2025mfdxcy/2025mfdxcy_mfdql/202505/t20250507_518708.html  
5https://www.cac.gov.cn/2021-08/20/c_16310500283552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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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要求技术应用主体不仅关注数据是否被非法泄露，也应关注数据处理过程是否可能影响儿童人格发展。 
再次，数字隐私权构成学前儿童数字权益的核心内容。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不满十四周

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需要给予更严格保护。由于学前儿童缺乏独立处分个人信息的

能力，其数字隐私保护主要依赖监护人授权和法律强制保护。然而，仅依靠监护人同意并不足以实现儿童

数字隐私的充分保护，仍需通过制度设计限制信息收集范围、明确数据使用目的并强化数据处理责任。 
最后，数字参与权体现了儿童从被保护对象向权利主体的转变。传统儿童保护模式往往强调成人替

儿童作出决定，而现代儿童权利理论逐渐承认儿童具有表达意见和参与决策的能力。虽然学前儿童尚无

法完全理解复杂数字规则，但在符合其年龄特点的情况下，应通过适龄方式引导其认识数字规则、表达

数字体验，并逐步形成数字社会参与能力。 

2.3. 学前儿童数字权益的内在张力与平衡逻辑 

学前儿童数字发展权、安全权、隐私权与参与权虽同属数字权益体系，但四者之间并非天然协调，

而是在具体场景中呈现多重结构性张力。这种张力根植于儿童权利保护逻辑与数字治理逻辑之间的深层

冲突，需在制度层面寻求动态平衡。 
发展权与安全权的张力体现为“开放赋能”与“限制防护”的价值之争。部分幼儿园和家长采取完

全限制儿童接触数字技术的策略以规避风险，形式上虽保障安全，却可能构成对数字发展权的隐性剥夺

[4]；反之，过度追求技术渗透又使儿童过早暴露于算法推荐、数据采集等风险中。这一冲突本质上是“以

保护之名限制发展”与“以发展之名忽视风险”的价值博弈。 
发展权与隐私权的张力源于数字发展权实现往往依赖对儿童行为数据的持续采集，而隐私权核心恰

在于限制个人信息过度收集。学前教育中，没有充分数据支撑则个性化教育等目标难以实现，但数据采

集一旦越过合理边界，又直接侵蚀儿童隐私空间。更深层问题在于，学前儿童缺乏信息自决能力，其隐

私权益由监护人代理行使，而监护人利益考量未必始终与儿童一致[5]——“晒娃”现象即为典型，使得

该冲突从“技术是否需要数据”演变为“谁有权代表儿童作出数据决策”的主体性困境。 
安全权与隐私权的张力在课堂直播场景中集中显现。部分幼儿园向家长开放实时视频监控，使儿童

在园活动处于“被观看”状态。支持者认为此举增强家长安全感，属于安全权延伸；反对者则指出幼儿

的休息、情绪表达、同伴交往等本应属于私人成长空间的活动被无限制公开，构成对隐私权与人格尊严

的侵害。这一争议揭示：当“安全”被理解为“完全透明”时，隐私权便成为安全权的牺牲品；而当隐私

被绝对化保护时，合理监控又可能受阻。 
参与权与其他权利的张力则体现为一种“边缘化困境”。数字参与权强调儿童在符合年龄特点的范

围内表达意见、参与数字决策，但实践中往往被安全权和隐私权所压制。例如，幼儿园引入新数字设备

时，家长和教师通常替儿童作出全部决定，儿童自身的使用体验和偏好很少被纳入考量。监护人以“保

护”为由拒绝儿童参与某些数字活动，可能同时限制其发展权和参与权；而若充分尊重参与权，又可能

因儿童判断力不足而增加安全风险。 
面对上述四重张力，平衡机制应遵循以下逻辑： 
第一，场景化原则——不同应用场景下权利冲突形态不同，应建立差异化规则，课堂直播侧重隐私

保护，健康数据监测则在安全与发展间精细平衡。 
第二，儿童利益最大原则的统摄功能——当四权冲突时，不应机械以某一权利优先，而应以最有利

于儿童整体发展作为最终标准。 
第三，程序性保障优先于实质性判断——应确保决策过程的正当性，包括监护人知情、专业评估介

入以及儿童适龄表达机会，尤其应将参与权的实现视为程序正义的必要组成，而非可有可无的附加项。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6.14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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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通过制度化的程序安排，才能使四权之间的张力转化为可治理的动态平衡。 

3. 数字化转型场景中学前儿童权益保障与教师履职的法律困境 

3.1. 监护人“知情同意”规则在幼教数字化场景中形式化失效 

个人信息处理中的知情同意制度，是现代数据保护法律的重要机制。《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了处

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目的，并在涉及敏感个人信息时取得单独同意。然而，在学前教育数字化实践

中，该制度面临明显的适用困境。一方面，学前儿童个人信息处理具有高度依附性。由于儿童缺乏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其数字权益通常需要由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代为行使。因此，在理论上，监护人的知情

同意能够弥补儿童意思表达能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数字平台中的数据处理过程具有高度复杂性。

儿童个人信息一旦进入数字系统，可能经历存储、分析、共享甚至商业化利用等多个环节，而监护人通

常难以准确判断数据流向。例如，幼儿成长档案平台可能通过长期记录儿童行为数据形成数字画像，而

这些数据未来是否用于其他目的，监护人往往并不知情。例如，许多幼儿园及第三方幼教平台普遍采用

“一揽子打包授权”或默认勾选方式，将入园打卡、智能安防、体测健康、家园共育应用平台等多元功

能强行捆绑。监护人为了让幼儿正常入园或获取保教信息，往往被迫选择“同意”，使得法定“知情同

意”规则沦为形式合规[6]。 

3.2. “最小必要原则”适用不足与数字监控扩张风险 

《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了个人信息处理的最小必要原则，即个人信息处理应具有明确合理目的，

并限定在实现处理目的所必要的范围内。然而，在智慧幼儿园建设中，“最小必要”原则在实务中严重

缺乏量化标准[7]。一些幼儿园以提升安全管理水平为理由，引入大量智能设备，对儿童进行持续性数据

采集。例如，人脸识别入园系统、智能晨检设备、行为分析系统等技术逐渐进入日常教育管理。不可否

认，数字技术能够提高幼儿园管理效率，例如快速识别儿童身份、记录健康状态、辅助安全管理。但是，

如果缺乏必要限制，技术可能由教育辅助工具转变为全面监控工具。尤其是在视频监控领域，部分机构

为了满足家长“实时了解儿童情况”的需求，开放网络直播功能，使儿童在园活动长期处于可观看状态。

这种做法虽然提高了家长参与程度，但也可能造成儿童私人空间被压缩。例如，幼儿休息、情绪表达以

及与同伴交往等活动均属于儿童人格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被无限制公开。 

3.3. 教师数字化履职的行为边界模糊与“人机协同”责任缺位 

数字技术改变了教师传统职业角色。教师不再只是课程实施者，也成为儿童数据管理者、数字资源

使用者以及技术应用参与者，教师正从传统“单一保教者”转变为“人机协同引导者”[8]。然而，现有

法律对于教师数字化履职行为缺乏明确规定。一方面，教师可能因数据保护意识不足而产生侵权风险。

例如，未经监护人同意，将儿童照片、视频上传至私人社交平台，或者使用未经审核的第三方应用记录

儿童信息。另一方面，过度强调教师责任也可能造成教师“不敢使用技术”的困境。如果缺乏合理免责

机制，教师可能因担忧法律风险而减少数字教学尝试，影响教育数字化发展。因此，需要在保护儿童权

益与保障教师合理履职之间建立平衡。法律不仅要规定教师不能做什么，也应明确教师可以依法实施哪

些数字教育行为。 

4. 《学前教育法》框架下学前儿童数字权益保障与数字化履职边界的完善路径 

4.1. 建立学前儿童数字权益影响评估制度，强化儿童利益最大原则的制度落实 

《学前教育法》的实施，为学前儿童权益保障提供了专门法律依据，但其原则性规定仍需要通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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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度加以落实。面对数字技术不断进入学前教育场景的现实，仅依靠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进行事后规制，

已难以有效应对儿童数字权益风险。因此，有必要借鉴域外儿童数据保护制度经验，建立具有学前教育

特色的数字权益影响评估制度。该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将儿童权益保护由事后救济转向事前预防。传

统个人信息保护主要关注数据处理行为是否违法，而儿童数字权益影响评估则进一步关注技术应用本身

是否符合儿童利益最大原则。例如，在幼儿园引入人脸识别系统之前，应当评估该技术是否具有不可替

代性，是否存在其他风险更低的替代方案，以及数据保存期限是否合理。 
具体而言，学前儿童数字权益影响评估制度应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明确评估主体。幼儿园作为儿童教育服务提供者，应承担初步评估责任；技术平台作为数据

处理参与者，应承担技术风险说明责任；教育行政部门则承担监督指导责任。 
第二，明确评估内容。评估范围应涵盖数据收集必要性、信息使用目的、儿童隐私影响、算法公平

性以及技术退出机制等方面。 
第三，建立动态评估机制。数字技术具有持续更新特点，不能仅在技术投入使用前进行一次评估，

而应根据技术变化、数据用途变化以及儿童权益风险变化进行持续审查。 
通过建立数字权益影响评估制度，可以使“儿童利益最大原则”从价值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法律机

制，实现儿童权益保护与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协调统一。 

4.2. 制定“学前教师数字化履职行为指导规则”，规范人机协同边界 

教师是学前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实施主体。与技术平台相比，教师直接面对儿童，是数字技术进

入教育过程的关键环节。因此，应当通过制度建设明确教师数字化履职边界，实现儿童权益保护与教师

职业发展的平衡。围绕《学前教育法》对教职工职业规范的要求，制定细化的“学前教师数字化履职行

为指导规则”。划定行为红线(负面清单)，具体包括：严禁教师未经监护人同意将包含幼儿清晰面部及私

密信息的照片、视频上传至公共社交平台或非合规商业应用平台；禁止使用未经安全审查的数字工具处

理儿童数据；严禁直接以算法打分或画像结果作为评估、对待幼儿的唯一依据，防止算法歧视。明确正

当履职保障，确立“技术辅助、人工主导”的履职原则，明确教师在数字启蒙、正向引导及安全干预中的

正当管理权。对教师依照保教规范使用合规数字工具、实施身体阻拦或保护性干预的行为予以法律认可，

免除其不合理的侵权责任负担。因此，教师数字化履职规则应形成“禁止侵害 + 保障履职”的双重结构，

使教师既成为儿童数字权益保护者，也成为教育数字化发展的积极参与者。 

4.3. 构建多元协同的综合监管与数字鸿沟弥合机制 

学前儿童数字权益保护并非单一主体可以完成，而需要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依据《学

前教育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联合网信、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成立学前数

字教育合规审查专班，对入园幼教软件、智能硬件进行常态化合规抽查，建立违规平台与机构黑名单制

度。落实《学前教育法》对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学前教育的倾斜支持政策，由省级政府统筹划拨专项资金，

为农村幼儿园配备达标的数字化软硬件设施，开展“不插电”编程与数字启蒙教学，提升乡村教师的数

字素养与人机协同能力，真正实现“因材施教”与教育公平[9]。同时，强化技术企业合规责任，企业应

遵守儿童数据保护要求，限制商业化利用，提供透明的数据处理说明。家长既是儿童数字权益的重要保

护者，也是数字教育的重要参与者。应通过家园合作，提高家长对于儿童数据保护、数字使用规范以及

网络风险防范的认识。 

5. 结语 

学前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技术应用必须建立在儿童权益保障的基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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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数字技术进入学前教育领域，不仅改变了教育资源供给方式，也重新塑造了儿童、教师、家庭以及

技术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学前教育法》的实施，为我国学前教育事业提供了根本的法律遵循[10]。在

数字时代下为学前儿童赋能，本质上是寻求技术创新与儿童权益法治保障之间的动态平衡。通过恪守“儿

童利益最大”原则，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民法典》关于敏感信息与隐私保护的规定，细化教师数

字化履职的行为边界，构建多方协同的监管体系，我们才能切实筑牢学前儿童数字权益的法治防线，让

数字技术真正点亮幼儿的认知世界，推动学前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数字时代的学前教育治理，不应追求

技术应用的无限扩张，而应追求技术与儿童发展的良性互动。只有将数字技术置于法治轨道之内，才能

真正实现“技术赋能教育”向“技术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价值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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